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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境异质性及源株密度对互花米草入侵力的影响

赵志远，袁　 琳∗，李　 伟，朱晓泾，潘家琳，陈雅慧，张利权
华东师范大学河口海岸学国家重点实验室，崇明生态研究院， 上海， ２０００６２

摘要：外来物种互花米草（Ｓｐａｒｔｉｎａ ａｌｔｅｒｎｉｆｌｏｒａ）被引种到我国海岸带后，已带来一系列生态危害，严重影响了入侵地生态系统结

构和功能，深入了解其入侵机制是实施有效控制的基础和理论依据。 长江口的滩涂湿地是我国典型的异质潮滩，拥有多种生

境。 为了探究异质潮滩环境中互花米草初始源株对其入侵力的影响，本研究通过野外移栽实验，模拟不同源株密度，探讨潮滩

湿地生境异质性及源株密度对互花米草定居、生长和扩散的影响。 结果表明：１）生境异质性及源株密度均对互花米草存活率、
株高及种群增长率有极显著影响（Ｐ＜０．０１）。 ２）至生长季末，植被区内互花米草存活率、株高均显著高于前沿光滩（Ｐ＜０．０５）。
此外，淤泥质潮滩植被区内互花米草株高、种群增长率也显著高于粉砂质潮滩植被区（Ｐ＜０．０５）。 ３）互花米草入侵植被区不受

源株密度的限制，但随源株密度增加，互花米草种群增长率显著降低（Ｐ＜０．０５），而株高无显著差异（Ｐ＞０．０５）；在光滩区，只有高

源株密度才可入侵成功。 ４）异质生境的冲淤动态、淹水时间和淹水深度是影响互花米草存活和生长的主要环境因子。 丰富了

河口湿地互花米草入侵力的机理研究，也为我国开展互花米草防控及海岸带保护、修复和管理提供了科学依据，具有重要的理

论和实践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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河口湿地位于海陆交界处［１］，在净化环境、提供生物栖息地、保护生物多样性、稳定海岸、维持区域生态

平衡、调节碳循环等方面发挥着不可替代的重要作用［２⁃３］，是单位面积上生态服务价值最高的生态系统类

型［４］。 受陆海物质交汇、泥沙输移、冲淤演变、径流和潮汐相互作用的影响，河口湿地具有独特的自然条件和

异质生境［５］，沉积物粒径、盐度、氧化还原电位、水动力等与潮汐密切相关的系列环境因子都常常表现出高度

的空间异质性［６］。 有关河口湿地生境异质性与盐沼植物生长和分布的研究表明，生境条件的异质分布大大

增加了盐沼植物吸收和利用资源的难度，严重影响其生长、繁殖和扩散［７⁃８］。
自然植物种群中普遍存在密度效应，它对植物个体生长及种群动态的调节过程是动态的［９⁃１０］。 为了更好

地适应不同生境类型，克隆植物可通过密度调控维持个体及种群稳定，即随着源株密度及种内竞争的改变，植
株存活率、克隆构型特征以及种群动态等方面均会产生变化［１１⁃１３］。 王永健和钟章成［１４］ 开展的蝴蝶花（ Ｉｒｉｓ
ｊａｐｏｎｉｃａ）源株密度的控制实验表明，不同源株密度对蝴蝶花生长、繁殖及生物量分配有显著影响。 Ｗｏｒｍ ａｎｄ
Ｂｅｕｓｃｈ［１５］的研究表明，初始密度对鳗草（Ｚｏｓｔｅｒａ ｍａｒｉｎａ Ｌ．）幼苗生长和斑块面积扩大均有明显的正效应。 黎

磊等［１０］研究也表明，密度效应主要通过影响邻株植物间地上和地下器官的资源竞争强度来调节个体的资源

配置。 密度效应在河口湿地盐沼植物群落也较为明显，例如，随源株密度增加，海三棱藨草 （ Ｓｃｉｒｐｕｓ
ｍａｒｉｑｕｅｔｅｒ）和藨草（Ｓｃｉｒｐｕｓ ｔｒｉｑｕｅｔｅｒ）的单株平均生物量减少，而藨草和糙叶薹草的总生物量增加，三种莎草科

植物存在明显的克隆变异，表现出明显的密度依赖性及较强的形态可塑性［１６］。
互花米草（Ｓｐａｒｔｉｎａ ａｌｔｅｒｎｉｆｌｏｒａ）隶属禾本科米草属（Ｓｐａｒｔｉｎａ，又名绳草属），具有强大的克隆整合与环境饰

变能力［１７⁃１８］，能在热带、亚热带到温带沿海地区宽广的气候带分布，通常在河口、海湾等沿海滩涂的潮间带形

成单优群落［１９］，进而破坏生态系统结构和功能，威胁生物多样性，是典型的人为引种后扩散蔓延造成生态危

害的外来入侵物种［２０］。 目前，互花米草入侵机制的研究已广泛开展，可概括为互花米草的成功入侵取决于互

花米草的入侵力、合适的入侵途径以及受体系统的可入侵性［２１］。 互花米草极强的入侵力与其生物学特性密

切相关，包括对异质生境的广适性、多样的繁育对策、强大的扩散与竞争能力［１７，２２⁃２３］。 目前，已围绕淹水［２３］、
盐度［２４］、潮滩冲淤［２５］、温度［２６］、土壤水分［２７］等环境条件，开展了互花米草对异质生境的适应性研究。 然而，
有关互花米草的入侵力是否会受密度调控，以及在生境异质性及源株密度共同影响下互花米草入侵力的变化

尚有待深入研究。
长江河口湿地是典型的异质潮滩，受流域、河口与海域的多重压力的影响，河口湿地生态系统更具多变

性、脆弱性与敏感性［２８⁃３０］。 ２０ 世纪 ９０ 年代，互花米草被引种到长江口潮滩以积淤筑陆、保护河堤。 经过定居

适应阶段后，由于其极强的扩散与竞争能力，现已在潮间带湿地大肆蔓延，对本地物种构成了严重威胁［３１⁃３２］。
许多学者致力于长江口互花米草的入侵机制和防治策略的研究［７⁃８，３３］，但对于异质性河口环境中互花米草生

物学特性（例如密度）影响其入侵力的研究尚不深入，而互花米草入侵初始密度将可能决定其生长与资源分

配的相对高低［１４］，缺乏对这一过程的了解也不利于互花米草入侵动态分析和优化控制技术建立。 因此，本研

究选择不同类型生境，通过野外移栽实验，模拟互花米草以不同初始密度入侵不同类型生境，分析生境异质性

及源株密度对互花米草定居、生长和扩散的影响，深入探讨生境异质性及源株密度对互花米草入侵力的影响，
辨识影响互花米草入侵力的主要因子，为我国开展互花米草防控及海岸带保护、修复和管理提供科学依据，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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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重要的理论和实践意义。

１　 研究区域与研究方法

１．１　 研究区域概况

南汇东滩湿地（３０°５０′０４″—３１°０６′４７″Ｎ，１２１°５０′５０″—１２１°５１′４０″Ｅ）位于长江河口南岸，毗邻杭州湾（图
１ａ），是上海市潮滩淤长最快的湿地之一，也是典型的异质潮滩［３４］。 该区域地处北亚热带，年平均气温 １５—
１６℃，年平均降水量 １０２２ ｍｍ，气候温暖湿润，属典型的季风气候［３５］。 潮流属于非正规半日浅海潮流，水流呈

往复运动性质［３６］。 潮间带优势植物主要为芦苇（Ｐｈｒａｇｍｉｔｅｓ ａｕｓｔｒａｌｉｓ）、 海三棱藨草（Ｓ． ｍａｒｉｑｕｅｔｅｒ）和互花米

草（Ｓ． ａｌｔｅｒｎｉｆｌｏｒａ）。

图 １　 研究区域（ａ）、移栽样方设置示意图（ｂ）及移栽现场图（ｃ）

Ｆｉｇ．１　 Ｓｃｈｅｍａｔｉｃ ｄｉａｇｒａｍ ｏｆ ｔｈｅ ｓｔｕｄｙ ａｒｅａ （ａ）， ｔｒａｎｓｐｌａｎｔｉｎｇ ａｒｅａ ｄｅｓｉｇｎ （ｂ） ａｎｄ ｔｒａｎｓｐｌａｎｔｉｎｇ ｓｃｅｎｅ （ｃ）

Ｎ１： 北断面植被区，Ｎ２： 北断面光滩区，Ｓ１： 南断面植被区，Ｓ２： 南断面光滩区

１．２　 实验方法及设计

１．２．１　 实验设计

２０１６ 年 ４ 月，在南汇东滩的自然潮滩设置南（粉砂质潮滩）、北（淤泥质潮滩）两条断面，分别在每条断面

的植被区及前沿光滩设置固定实验样方，其中 Ｓ１ 生境中优势物种为海三棱藨草，Ｓ２ 生境为粉砂质光滩，Ｎ１
生境中优势物种为芦苇， Ｎ２ 生境为淤泥质光滩（图 １ａ）。 利用实时动态定位系统（Ｒｅａｌ －Ｔｉｍｅ Ｋｉｎｅｍａｔｉｃ
Ｇｌｏｂａｌ Ｐｏｓｉｔｉｏｎ Ｓｙｓｔｅｍ， ＲＴＫ－ＧＰＳ）测得 Ｓ１、Ｓ２、Ｎ１ 和 Ｎ２ 生境的吴淞高程分别为（２．７±０．１２）、（２．３±０．２１）、（３．０
±０．２９） ｍ 和（２．４±０．９） ｍ，均在互花米草可分布高程范围内［３７］。 ４ 月 １０ 日，在南汇东滩潮间带互花米草单优

群落内，挖取高度一致（（１８．２８±１．６５） ｃｍ）、长势健康的互花米草根茎苗，并按 １、３、５、１０ 株 ／ ｍ２和 ２０ 株 ／ ｍ２的

源株密度随机移栽到固定样方内（１ ｍ×１ ｍ），每个源株密度设 ３ 个重复，共 ６０ 个移栽样方，样方与样方之间

间隔 ２ ｍ（图 １ｂ，图 １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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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２．２　 植物监测

于整个生长季（２０１６ 年 ４ 月 １０ 日—２０１６ 年 １０ 月 １０ 日）每月定期监测不同生境、不同源株密度处理下，
移栽互花米草根茎苗的存活率、密度及株高，并计算种群增长率（公式 １）。

种群增长率＝（Ｄ２－Ｄ１） ／ Ｄ１×１００％ （１）
式中，Ｄ１为源株密度，Ｄ２为实验结束时互花米草密度。
１．２．３　 生境参数监测

植物监测同期，采用标志桩法［３８］监测各生境潮滩冲淤动态。 在每个生境的移栽样方旁设置一根冲淤标

志桩，每个生境 １５ 根，共 ６０ 根标志桩。 标志桩长 １．５ ｍ，垂直打入潮滩 １ ｍ 左右以确保稳定，记录标志桩暴露

在滩面以上的高度（Ｍ０）作为相对高程零点，之后每月测量标志桩顶端向东、南、西、北 ３０ ｃｍ 处，距滩面垂直

距离的平均值（Ｍｘ），Ｍ０与 Ｍｘ的差值即为该时段的冲淤变化，正值为淤积，负值表示侵蚀［３９］。
２０１６ 年 ４ 月（盐沼植物存活关键时期），按照“Ｓ”型随机多点混合的采样方法，使用 １００ ｍ３容积的环刀在

每个样方内采集 ３ 份重复表层沉积物样品，带回实验室后利用贝克曼库尔特 Ｃｏｕｌｔｅｒ ＬＳ１３３２０ 型激光粒度仪进

行粒度分析；利用 Ｗ．Ｅ．Ｔ 土壤三参仪（英国 Ｄｅｌｔａ－Ｔ）现场原位监测土壤电导率；利用 ＲＴＫ－ＧＰＳ 测得样带滩面

高程数据后，通过与国家海洋局发布的平均潮位数据（芦潮港站）进行耦合后，获得不同生境的日均淹水时间

和相应的淹水深度。
１．３　 数据处理

应用统计软件（ ＩＢＭ ＳＰＳＳ Ｓｔａｔｉｓｔｉｃｓ １９） 对实验数据进行统计分析，使用单因子方差分析 （Ｏｎｅ －ｗａｙ
ＡＮＯＶＡ）中的最小显著差异（ＬＳＤ）对移栽后互花米草根茎苗的存活率、密度、株高及种群增长率进行差异显

著性检验（显著性水平 ０．０５）；利用主成分分析方法对环境因子进行排序（旋转方法：最大方差法），筛选出影

响互花米草入侵力的关键环境因子。 使用 Ｏｒｉｇｉｎ ９．０ 软件作图。

２　 结果

２．１　 生境异质性及源株密度对互花米草存活的影响

不同处理下，互花米草存活率均表现为随着生长季的延长，先下降后趋于平稳的变化规律（图 ２），生境异

质性及源株密度对互花米草存活率均有极显著影响（Ｐ＜０．０１，表 １）。 植被区（Ｎ１ 和 Ｓ１）的互花米草存活率显

著高于前沿光滩（Ｎ２ 和 Ｓ２）（Ｐ＜０．０５，图 ２）。 源株密度对互花米草存活的影响在不同生境有不同的表现。 互

花米草在植被区的存活率随源株密度增加而减小（图 ２）。 其中，在 Ｎ１ 生境（芦苇群落），互花米草源株密度

为 １ 株 ／ ｍ２和 ３ 株 ／ ｍ２时，其存活率均为 １００％；随着源株密度的增加（５、１０ 株 ／ ｍ２和 ２０ 株 ／ ｍ２），互花米草存活

率略有下降，但仍高于 ６８％；在 Ｓ１ 生境（海三棱藨草群落），源株密度为 １ 株 ／ ｍ２时，互花米草存活率为 １００％；
随着源株密度增加（３、５、１０ 株 ／ ｍ２和 ２０ 株 ／ ｍ２），互花米草存活率略有下降但均维持较高水平（＞７０％）。 在光

滩区（Ｎ２ 和 Ｓ２），除了源株密度为 ２０ 株 ／ ｍ２的互花米草能够一直存活在 Ｓ２ 生境（粉砂质潮滩），且能保留至生

长季末期外，其余源株密度的互花米草根茎苗即使最初存活，至生长季末期也未能实现长期定居（图 ２）。

表 １　 不同变量处理对互花米草存活及生长影响的方差分析结果

Ｔａｂｌｅ １　 Ｖａｒｉａｎｃｅ Ａｎａｌｙｓｉｓ ｏｎ ｔｈｅ ｅｆｆｅｃｔｓ ｏｆ 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 ｖａｒｉａｂｌｅｓ ｏｎ ｔｈｅ ｓｕｒｖｉｖａｌ ａｎｄ ｇｒｏｗｔｈ ｏｆ Ｓ．ａｌｔｅｒｎｉｆｌｏｒａ

变异来源
Ｓｏｕｒｃｅ ｏｆ ｖａｒｉａｔｉｏｎ

存活率
Ｓｕｒｖｉｖａｌ ｒａｔｅ

密度
Ｄｅｎｓｉｔｙ

种群增长率
Ｐｏｐｕｌａｔｉｏｎ ｇｒｏｗｔｈ ｒａｔｅ

株高
Ｈｅｉｇｈｔ

Ｆ Ｐ Ｆ Ｐ Ｆ Ｐ Ｆ Ｐ

生境 Ｈａｂｉｔａｔ ７８４．２２ ＜０．０１ １４．６０ ＜０．０１ ２２．７５ ＜０．０１ ４９２．４４ ＜０．０１

源株密度 Ｏｒｔｅｔ ｄｅｎｓｉｔｙ ２４．４９ ＜０．０１ １３４．８７ ＜０．０１ ８．４６ ＜０．０１ ３６．５０ ＜０．０１

生境×源株密度
Ｈａｂｉｔａｔ × Ｏｒｔｅｔ ｄｅｎｓｉｔｙ ２９．４２ ＜０．０１ １１．４５ ＜０．０１ ８．６９ ＜０．０１ ５．５１ ＜０．０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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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２　 异质生境及不同源株密度影响下互花米草的存活动态

Ｆｉｇ．２　 Ｓｕｒｖｉｖａｌ ｄｙｎａｍｉｃｓ ｏｆ Ｓ．ａｌｔｅｒｎｉｆｌｏｒａ ｕｎｄｅｒ 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 ｏｒｔｅｔ ｄｅｎｓｉｔｙ ｉｎ 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 ｈａｂｉｔａｔｓ

２．２　 生境异质性及源株密度对互花米草株高的影响

生长季末（１０ 月），异质生境及不同源株密度影响下互花米草的株高状况如图 ３ 所示。 生境异质性对互

花米草株高有极显著影响（Ｐ＜０．０１，表 １）。 北断面植被区（芦苇群落，Ｎ１）互花米草平均株高为（１４８．８６±９．
９９） ｃｍ，显著高于南断面植被区（海三棱藨草群落，Ｓ１）互花米草平均株高（７４．７±８．８７） ｃｍ（Ｐ＜０．０５，图 ３）。 此

外，在植被区，随着源株密度增加，互花米草的株高无显著差异（Ｐ＞０．０５，图 ３）。 光滩区只有在 Ｓ２ 生境，且当

互花米草源株密度为 ２０ 株 ／ ｍ２时，才能一直保持存活，生长季末的株高为（４３．３３±５．３５） ｃｍ，显著低于植被区

（Ｎ１ 和 Ｓ１）相同源株密度处理（Ｐ＜０．０５）。

图 ３　 异质生境及不同源株密度影响下互花米草的株高差异

Ｆｉｇ．３　 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ｃｅ ｏｆ ｔｈｅ ｈｉｇｈｔ ｏｆ Ｓ．ａｌｔｅｒｎｉｆｌｏｒａ ｕｎｄｅｒ 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 ｏｒｔｅｔ ｄｅｎｓｉｔｙ ｉｎ 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 ｈａｂｉｔａｔｓ ａｔ ｔｈｅ ｅｎｄ ｏｆ ｇｒｏｗｉｎｇ ｓｅａｓｏｎ

不同小写字母的柱状图表示相互之间存在显著差异，Ｐ＜０．０５

２．３　 生境异质性及源株密度对互花米草种群增长率的影响

生境异质性及源株密度均对互花米草种群增长率产生极显著影响（Ｐ＜０．０１，表 １）。 至生长季末，植被区

（Ｎ１ 和 Ｓ１）的互花米草种群整体呈现增长趋势（图 ４），Ｎ１ 生境互花米草平均种群增长率（（２８０．８９±４１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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０５）％）高于 Ｓ１ 生境互花米草平均种群增长率（（１７３．８９±２６２．０７）％）；而光滩（Ｎ２ 和 Ｓ２）生境中，互花米草种

群整体则处于萎缩状态（图 ４），Ｎ２ 生境由于移栽互花米草全部被潮水冲走，种群增长率为－１００％，Ｓ２ 生境仅

高源株密度（２０ 株 ／ ｍ２）互花米草成功定居并扩散，其种群增长率为（１５０±２００）％，显著高于植被区（Ｎ１ 和 Ｓ１）
同源株密度处理（Ｐ＜０．０５）。 此外，在植被区，互花米草种群增长率与源株密度呈负相关（图 ４）。 其中，Ｎ１ 生

境 １ 株 ／ ｍ２源株密度处理下互花米草的种群增长率为（９００±２５６．７８）％，显著高于其余源株密度处理（３ 株 ／ ｍ２：
（３１１．１１±２５４．５９）％；５ 株 ／ ｍ２：（９３．３３±１０５．２６）％；１０ 株 ／ ｍ２：（６６．６７±４７．２６）％；２０ 株 ／ ｍ２：（３３．３３±５１．３２）％）（Ｐ
＜０．０５）；Ｓ２ 生境互花米草种群增长率变化趋势与 Ｎ１ 相似，即随着源株密度增加，种群增长率显著降低（Ｐ＜０．
０５，图 ４）。

图 ４　 异质生境及不同源株密度影响下互花米草种群增长率的差异

Ｆｉｇ．４　 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ｃｅ ｏｆ ｐｏｐｕｌａｔｉｏｎ ｇｒｏｗｔｈ ｒａｔｅ ｏｆ Ｓ．ａｌｔｅｒｎｉｆｌｏｒａ ｕｎｄｅｒ 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 ｏｒｔｅｔ ｄｅｎｓｉｔｙ ｉｎ 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 ｈａｂｉｔａｔｓ ａｔ ｔｈｅ ｅｎｄ ｏｆ ｇｒｏｗｉｎｇ ｓｅａｓｏｎ

不同小写字母的柱状图表示相互之间存在显著差异，Ｐ＜０．０５

２．４　 不同生境环境因子分析

从表 ２ 可以看出，４ 个生境的环境因子存在明显差异。 粒度分析结果表明，北断面（Ｎ１ 和 Ｎ２）中值粒径

显著小于南断面（Ｓ１ 和 Ｓ２，Ｐ＜０．０５，表 ２）。 冲淤动态监测结果显示，南断面（Ｓ１ 和 Ｓ２）的滩面整体以淤积状

态为主，至 １１ 月，植被区（Ｓ１）和光滩区（Ｓ２）滩面高程分别累计抬升了（２８．０６±１．６２） ｃｍ 和（１９．５１±１．０２） ｃｍ，
植被区的淤积速率显著高于光滩（Ｐ＜０．０５）；而北断面（Ｎ１ 和 Ｎ２）处于有冲有淤、整体微冲的状态，植被区

（Ｎ１）和光滩区（Ｎ２）滩面累计侵蚀量分别为（０．５５±３．２８） ｃｍ 和（５．９９±１．７２） ｃｍ，光滩（Ｎ１）的侵蚀速率显著高

于植被区（Ｎ２，Ｐ＜０．０５）。 此外，南北断面，植被区土壤电导率、淹水时间和淹水深度均显著小于光滩（Ｐ＜０．
０５）。

表 ２　 不同生境环境因子差异性特征（均值±标准差）

Ｔａｂｌｅ ２　 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ｉａｌ ｃｈａｒａｃｔｅｒｉｓｔｉｃｓ ｏｆ ｅｎｖｉｒｏｎｍｅｎｔａｌ ｆａｃｔｏｒｓ ｉｎ 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 ｈａｂｉｔａｔｓ （ｍｅａｎｓ ± Ｓ．Ｄ）

生境类型
Ｈａｂｉｔａｔ ｔｙｐｅｓ

中值粒径
Ｍｅｄｉａｎ ｐａｒｔｉｃｌｅ

ｓｉｚｅ ／ μｍ

电导率
Ｃｏｎｄｕｃｔｉｖｉｔｙ ／
（ｍＳ ／ ｍ）

累计冲淤
Ａｃｃｕｍｕｌａｔｉｖｅ ｓｃｏｕｒｉｎｇ

ａｎｄ ｓｉｌｔｉｎｇ ／ ｃｍ

淹水时间
Ｆｌｏｏｄｉｎｇ ｐｅｒｉｏｄ ／ ｍｉｎ

淹水深度
Ｆｌｏｏｄｉｎｇ ｄｅｐｔｈ ／ ｍ

Ｎ１ １３．６４±１．４１ｃ ８１６．９２±８０．３６ｂ －０．５５±３．２８ｃ ３２４．０６±２．８２ｃ １．７１±０．０１ｄ

Ｎ２ １５．５９±２．６７ｃ ９７１．４±１１４．０５ａ －５．９９±１．７２ｄ ３９５．９９±２．８１ａ ２．３１±０．０２ｂ

Ｓ１ ３８．７２±３．６３ｂ ８２３．５±７６．９４ｂ ２８．０６±１．６２ａ ３６５．３３±２．３１ｂ ２．００±０．０１ｃ

Ｓ２ １３３．１８±１１．９８ａ ８８６．５３±８０．３６ａ １９．５１±１．０２ｂ ３９８．９７±５．６１ａ ２．３７±０．０５ａ

　 　 表中同一列数据标注不同小写字母表示相互之间存在显著差异（Ｐ＜０．０５），Ｎ１：北断面植被区 Ｖｅｇｅｔａｔｉｏｎ ｒｅｇｉｏｎ ｏｆ ｔｈｅ ｎｏｒｔｈ ｓｅｃｔｉｏｎ；Ｎ２：北断

面光滩区 Ｍｕｄｆｌａｔ ｏｆ ｔｈｅ ｎｏｒｔｈ ｓｅｃｔｉｏｎ；Ｓ１：南断面植被区 Ｖｅｇｅｔａｔｉｏｎ ｒｅｇｉｏｎ ｏｆ ｔｈｅ ｓｏｕｔｈ ｓｅｃｔｉｏｎ；Ｓ２：南断面光滩区 Ｍｕｄｆｌａｔ ｏｆ ｔｈｅ ｓｏｕｔｈ ｓｅｃｔｉｏｎ

环境因子主成分分析结果见表 ３，前 ２ 个特征值对应的累计方差贡献率已达总方差的 ８６．５３％（＞８５％），
可代表所选指标的绝大部分信息。 其中，第一主成分占总方差 ５１．８０％，该成分中淹水时间和淹水深度载荷最

６ 　 生　 态　 学　 报　 　 　 ３８ 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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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主要反映了高程对植物的影响。 第二主成分与冲淤相关性最高，主要表现沉积地貌对植物的影响。

表 ３　 主成分分析特征值及因子荷载矩阵

Ｔａｂｌｅ ３　 Ｅｉｇｅｎｖａｌｕｅ ａｎｄ ｆａｃｔｏｒ ｌｏａｄ ｍａｔｒｉｘ ｏｆ ｐｒｉｎｃｉｐａｌ ｃｏｍｐｏｎｅｎｔ ａｎａｌｙｓｉｓ

主成分
Ｐｒｉｎｃｉｐａｌ
ｃｏｍｐｏｎｅｎｔ

重要值
Ｉｍｐｏｒｔａｎｔ
ｖａｌｕｅ

解释变异百分比
Ｐｅｒｃｅｎｔａｇｅ
ｏｆ ｖａｒｉａｎｃｅ
ｅｘｐｌａｉｎｅｄ

累计解释变异百分比
Ａｃｃｕｍｕｌａｔｉｖｅ
ｐｅｒｃｅｎｔａｇｅ ｏｆ

ｖａｒｉａｎｃｅ ｅｘｐｌａｉｎｅｄ

主成分矩阵 Ｐｒｉｎｃｉｐａｌ ｃｏｍｐｏｎｅｎｔ ｍａｔｒｉｘ
中值粒径
Ｍｅｄｉａｎ

ｐａｒｔｉｃｌｅ ｓｉｚｅ

电导率
Ｃｏｎｄｕｃｔｉｖｉｔｙ

冲淤
Ｓｃｏｕｒ
ａｎｄ ｓｉｌｔ

淹水时间
Ｆｌｏｏｄｉｎｇ
ｔｉｍｅ

淹水深度
Ｆｌｏｏｄｉｎｇ
ｄｅｐｔｈ

１ ２．５９０ ５１．７９７ ５１．７９７ ０．５３０ ０．６６７ ０．０２９ ０．９５９ ０．９７１

２ １．７３７ ３４．７３７ ８６．５３４ ０．７３８ －０．５９０ ０．８９４ ０．１５７ ０．１４３

３　 讨论

３．１　 密度效应对互花米草入侵力的影响

对克隆植物的研究发现，当生长空间较充沛时，高密度源株具有较强的存活能力及分蘖能力；而当生长空

间有限时，源株较多会导致竞争，从而降低植株存活率及分蘖能力［４０⁃４１］。 本研究中，植被区由于已有本地植

物生长，移栽互花米草的生存空间相对有限，密度效应明显。 当源株密度越高时，受到有限环境资源的限制和

种间及种内竞争的影响也越大，进而互花米草存活率和种群增长率也越低。 这主要是由于植被区环境干扰

小、生境稳定，在周围植物的遮护下，以低源株密度定植的互花米草可以更好地利用有限资源，生存并产生新

分蘖，相反，高密度则会由于源株拥挤而导致竞争，使无性分蘖及存活率下降［１４，１６］。 在光滩区，由于不受生长

空间的限制，高源株密度处理下互花米草存活率显著高于低源株密度处理，这与之前的互花米草移栽实验结

果［７］也基本一致。 这可能是因为光滩区域虽然有充沛的生长空间，但同时缺乏周围植物的庇护，高密度互花

米草种群的“抱团”效应会促进邻近源株的存活，从而促进种群对生境的占领。 赵春燕和沈有信［４２］ 在模拟源

株密度对入侵植物紫茎泽兰（Ｅｕｐａｔｏｒｉｕｍ ｃｏｅｌｅｓｔｉｎｕｍ）生长和竞争影响的研究中也同样发现，源株密度控制着

紫茎泽兰叶片和根蘖株等构件和无性系植株的形成率，源株密度越大，紫茎泽兰个体株高、叶片数、根蘖株数

和生物量越少，而种群死亡率越高。 于国磊［４３］开展的入侵克隆植物空心莲子草（Ａｌｔｅｒｎａｎｔｈｅｒａ ｐｈｉｌｏｘｅｒｏｉｄｅｓ）种
内关系的室外实验也得出了相似的结论，即空心莲子草的生长和表型特征也受密度效应的调控，其叶面积、节
数、总生物量、根和叶生物量与密度呈显著负相关。 可见，源株密度对克隆植物，尤其是对以克隆繁殖为主要

繁殖途径的外来物种的入侵力具有重要的影响作用。
此外，研究也表明，盐沼植物成功定居或扩散存在阈值效应，包括生物阈值（生物量、根长等） ［４４⁃４５］和环境

阈值（高程、潮流、波浪等） ［４６⁃４８］。 在本研究中，互花米草的存活时间总体与源株密度呈正相关。 在植被区，互
花米草的存活和定居不受源株密度限制，１ 株 ／ ｍ２即可成功入侵。 在光滩区，尽管该区域高程已经能够满足互

花米草存活的最低高程要求，但由于受潮流等环境因子的干扰相对较大，互花米草存活的生物阈值也较高。
仅当源株密度为 ２０ 株 ／ ｍ２时，互花米草可以成功在粉砂质光滩（Ｓ２）定居，且可一直保留至当年生长季末；而
在淤泥质光滩（Ｎ２），当互花米草源株密度为 ２０ 株 ／ ｍ２时，在移栽初期和中期（４—８ 月）互花米草可以存活，但
随着 ８ 月下旬的台风等环境条件的扰动，最终未能保留至生长季末，可能需要更大的源株密度，才能实现永久

定居。 这也表明生境异质性也会影响互花米草入侵的生物阈值。
３．２　 异质环境对互花米草入侵力的影响分析

外来入侵种的形态和生理特征往往会对异质生境表现出较强的可塑性，其在不同资源和胁迫背景下的构

型趋异是入侵能力的外在特征体现［４９⁃５０］。 表型可塑性被认为是预测外来种入侵力的一个特征［５１］。 许凯扬

等［５２］报道不同生境（水生、湿生、中生和旱生）中的喜旱莲子草表现出显著的表型趋异，随土壤含水量减少，
喜旱莲子草的根冠比显著增加，分支强度显著降低。 本研究中，高程越低、淹水胁迫越大、潮滩处于冲刷状态，
高源株密度处理下互花米草株高越低，而种群增长率却越高，表现出明显的表型趋异及对异质性生境的适应。
这主要因为高程（或与其相关的环境因子）影响了互花米草的资源分配格局，强胁迫条件下，互花米草会优先

７　 １８ 期 　 　 　 赵志远　 等：生境异质性及源株密度对互花米草入侵力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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扩张种群，缓解外界干扰压力，提高环境适应度，进而成功拓殖异质生境。 沙晨燕等［５３］ 在研究典型滩涂环境

因子对植物群落空间分布的影响时得出了相似的结论，互花米草的盖度与密度随土壤紧实度、养分有效性增

大而增加；随着高程的升高，互花米草的生物量、株高反而下降。
生境条件的异质性大大增加了盐沼植物吸收和利用资源的难度，也严重影响其存活、繁殖和扩散［７⁃８］。

本研究中，冲淤动态、淹水时间和淹水深度是决定互花米草生存状况的主要影响因子。 粉砂质光滩（Ｓ２）整体

以淤积状态为主，这在一定程度上促进了互花米草的定居，增强了已定居植物对环境干扰的抵抗力；而淤泥质

光滩（Ｎ２）滩面处于侵蚀状态，沉积物的大量冲刷不利于定居植物的保留。 相对于沉积物淤积，盐沼植物对侵

蚀过程更为敏感，不同量级的沉积物扰动过程会直接或间接地影响植物存活［２５］。 此外，在不同淹水时间和淹

水深度影响下，互花米草的入侵力也表现出明显差异，生长季末 ９０％以上的存活互花米草均分布在淹水时间

和淹水深度显著较低的植被区（Ｎ１ 和 Ｓ１），其株高也显著高于受淹水胁迫较大的光滩区存活植株。 一方面可

能是因为光滩区较长周期的潮水淹没会导致植物缺氧、降低光合作用，直接抑制互花米草的生长；另一方面土

壤氧化还原电位、海水矿物质、及光强等生境资源会因淹水时间和深度增大而发生明显变化，这可能也会间接

影响互花米草的生长和分布［５４］。
３．３　 河口湿地互花米草入侵力及其管控

入侵植物的入侵力取决于活力繁殖体的可传播性及定植机会窗口（一段可用来定植与繁殖的无干扰时

间）的时空可利用性［４４，５５］。 已有研究表明，互花米草有性繁殖体和无性繁殖体均可在潮流作用下进行远距离

传播，进而开拓新生境［５６⁃５７］。 盐沼植物种子随潮流传播命运及实生苗定植机会窗口的研究表明：受水动力及

沉积动力的影响，盐沼植物的种子很难通过长距离传播实现成功定居［５８］，且即使成功保留在种子库中的种子

也并不意味着定植成功［５９］。 对实生苗而言，由于受到生态瓶颈（繁殖力、传播能力等）和物理压力（水动力、
盐度等）阈值效应的影响及机会窗口的限制，实生苗定植新生境的成功率普遍较低［６０⁃６１］。 但在河口强潮动力

作用下，互花米草根茎苗或根状茎易被潮水冲刷并脱离母体［６２］，虽然数量较少，但定居成功率、生长、繁殖等

指标均优于有性繁殖方式［１８］。
本研究中，１ 株互花米草根茎苗即可在植被区实现稳定存活、种群扩张和成功入侵，当源株密度足够大，

亦可成功入侵光滩区。 若不加以重视，成功定居的零星互花米草能以无性繁殖的方式充分占据空间优势，实
现肆意蔓延的强劲态势，必然会对滩涂湿地的生态恢复与生物多样性的保护带来极大的负面影响。 此外，近
年来，我国海岸带的圈围工程，也显著改变了潮滩的沉积环境，导致泥沙在近岸区域持续淤积，并向海延伸，形
成了大面积的新生滩涂［６３⁃６４］，也为随潮流传播的互花米草繁殖体提供了合适的入侵生境。 因此，基于互花米

草入侵机制的研究，在入侵早期，通过适当人为干预，阻截其进一步爆发，可大大降低互花米草的入侵风险和

后期控制的经济成本，对河口湿地的保育和可持续管理具有重要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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